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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聚合—地方封闭政策体制及其更新：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资源再造

杨 志 军

摘    要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重视政策体制。中央层面的政策体制具有“聚合”特点，具体形式是：

关键个人及其公共能量场驱动建立完全政策议程，以党中央为核心统合凝聚、高位推动形成政策方案，以

 “程序合法+体制合法”双重检验政策合法化。地方层面则呈现“封闭、参与不足与自循环”特点，一方

面，“自上而下压力传导、自下而上政绩显示、由外而内要求输入、由内而外价值输出”是其生成来源；另

一方面，又在自我强化中促使地方治理陷入路径依赖和锁定，成为地方治理现代化的阻力。因此，在迈向国

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中央层面的聚合型政策体制需要保持，而地方层面的封闭型政策体制需要改进，一种

可行路径是向“有限开放”与“有序参与”转变。

关键词    政治资源 中央聚合 地方封闭 有限开放 有序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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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规划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简称

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个阶段：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

显成就；到 2035 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

国家治理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体现。这三个阶段也可以理解为：大力

推进→基本实现→全面实现，清晰标明了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所要达到的水平和层次，与现代化战略

总进程相适应。我们在 2014 年较早地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提出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的中观平台和区域背景，并指出：“没有地方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最终会成为一句空话。实现地

方治理现代化，是顺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力保障。”①换言之，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地

方治理现代化的有力保障，持续探索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地方治理现代化

是继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基层治理现代化之外的第三个关乎治理现代化的大问题。

在从中央到地方两个层面推进并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就需要依靠并运用方方面面的政治资

源，也需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在制度、治理体系与政治资源、政策措施之间存在着一个很重要的

中介变量−“政策体制”。有关政策决策、执行的政策体制首先属于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其次

代表着政策措施的集合，是形成政策和实施政策的载体。从自上而下的纵向制度和治理体系来看，中央和

 

①彭勃、杨志军：《参与和协商：地方治理现代化问题》，《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4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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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共享着统一的治国理政战略、理念和路径，但是在权力位阶上，中央和地方有差异地发挥着政策体制

的资源配置能力。治理体系的一致性和治理功能的差异性之间的张力决定了中央和地方采用同一种政策体

制会出现不同的治理效能。例如，“集中力量办大事”政策体制作为治理特色，在中央层面就能收到好的

效果，而地方层面要实施，反而引发一系列治理问题。所以，我们既要认识到政策体制在中央治理层面的

形成和作用逻辑及积极效果，也要省思这种步入成熟和迈向定型化的政策体制对地方治理现代化所产生的

不利影响。 

一、中央聚合政策体制的形成及其好处

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所做的权威性分配”①，在特定的政治体系中加以制定和实施。西方发

达国家多是施行多党竞争与权力分野的政治体制，形成“谋、断、行”相互分离的组织结构，建立“中枢

机构、咨询机构、监控机构、执行机构”的公共行政决策体制②；在决策模式上又采取“多数决”规则，

以多数人主体意志对少数群体意见进行荡涤而营造集体意见与政策偏好。此类政策体制尽管通过多元竞争

博弈增加了民主和合法存量，却也在时间和经济向量上施以负担。同时，“多头”玩家主导的政策体制极

易使“民主制”步入“否决制”困境。对此，托马斯·弗里德曼就说到，“拥有巨大组织能量和权力的多

头‘玩家’在主导国家的决策，这已经成为美国体制的重大弊病”。③

与之不同，中国施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党制度，既能最大程度凝聚

共识，又能快速推动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反映了政策产出于中央最高决策层、执行于中低层，效能生成

于社会、市场及民众，呈现“上行下效、上传下达”的基本特征。这就形成了中国特殊政治体系下的“聚

合型政策体制”−决策中枢能够及时应对公共危机和社会风险等非常态化事件，收获良好的政策效果；

又可增益中央政府资源整合、空间利用和社会动员，为后发赶超现代化提供加速能力。这种政策体制在中

央层面具有鲜明的凝聚和整合特征。如邓小平所言：“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

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正是

这个显著优势成就了“中国之治”。⑤

如果把国家和中央总体治理层面具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力理解为“聚合型政策体制”的作用机

理，那么这个政策体制有两个基本意涵：一是决议不受牵制，反映的是决策模式；二是执行不受牵制，反

映的是组织结构。之于前者，有学者以“中国式共识型决策”⑥来加以概括，意在通过确定民主集中制决

策方式和“三重一大”制度以及建立“谁决策，谁负责”的责任体系，形成中央纵向决策结构（地方党委

政府→国务院→全国人大→党中央）和内容上的分工体系。之于后者，即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以压力

型政治为导向，以纵向行政发包和横向晋升竞争为手段，将整体性的统合组织结构和个体性的分散地方实

施有机结合，保证了“令行禁止”，也促进了政策执行上下贯通、不受牵制。“上下”与“内外”一体迎

接种种挑战，破解重重难题，从而推进现代化事业。

由此，我们可以将中央核心决策和顶层设计过程中所采用的聚合型政策体制及其所具有的凝聚和整合

特征，理解为决策、执行从中央统领总揽然后向下和向外高效输出。其主要表征有三：一是以关键个人为

中心驱动议程设置，充分推动重大问题进入政策议程，避免了“集中力量办小事”；二是以关键个人公共

能量场为决策面建立制度化治理模式，高效促成政策产出；三是以压力型锦标赛为政治导向，坚持以人民

中央聚合—地方封闭政策体制及其更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资源再造

 

①Easton, D.,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53, p. 129.

②宋世明、王思武：《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决策体制及其借鉴价值》，《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 年第 5 期。

③Friedman, T.L., “Down with Everything,”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1, 2012.

④《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40 页。

⑤郝永平、黄相怀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成就“中国之治”》，《人民日报》2020 年 3 月 13 日。

⑥樊鹏：《论中国的“共识型”体制》，《开放时代》2013 年第 3 期。

99



为中心，围绕“民有所呼，我有所应”，高效率决策催生高效能治理，高效能治理保障高质量发展。在政

策过程视阈中，这种统合决策过程可用“政策议程（决策前）−政策方案（决策中）−政策合法化（决策

后）”三个阶段予以甄别，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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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央聚合型政策体制的统合决策过程
  

 （一）关键个人及其公共能量场驱动建立完全政策议程
托马斯·戴伊认为，政策议程设置是找出政府关注的社会问题并加以界定，进而围绕这些问题提出相

应的政策建议，根据相应建议形成实施方案、拟定政府决策计划的过程。①政策议程设置是社会问题转变

为政策问题的过程，即突发公共危机和相关问题触发政府注意力分配机制，这是对政策议程非常规属性的

理解。在类型学上，由于国家治理包含常规性（如战略目标、发展规划和改革试点等）和非常规性（如自

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及社会公共危机等）两部分内容，政策议程在建立方式上就形成常规的体制

内自我演进和非常规的体制外公共冲击两种。要回答“政策议程何以建立以及谁来驱动”，权威的解释源

自约翰·W. 金登，他创建了多源流理论模型来揭示政策议程设置逻辑及其规律。但在中国治理场景中，我

们发现问题、政策和政治三个源流、政策企业家和机会之窗（包含问题之窗、政策之窗和政治之窗）三大

要素与现实的巨大差离性，据此建立基于“要素嵌入”的源流汇合和基于“变量作用”的窗口开启的新多

源流模型，尤其是将“关键个人”中介变量作为政策议程建立的充分必要条件，完整地解释了中国国家治

理中的政策议程设置特点。②

必须注意到，关键个人及其所形成的公共能量场的统合凝聚力量对常规与非常规政策议程设置作用明

显，成为国家解决“急难愁盼”重大问题的触发机制，依托自上而下的治理体系也较易形成政策议程设置

的诱致性动力。这既是对西方政策过程理论中国化的本土提炼，也为深入分析聚合型政策体制提供了依

据。在常规性的政策议程设置中，关键个人对国家治理的战略目标和发展任务作出前瞻性擘画，具有指导

性和引领性功能，从而形成前瞻型政策过程，建立储备性政策方案库。通过视察、讲话、指示、批示等方

式了解国情、社情、地情和民情，在与社会精英、经济精英甚至普通民众的互动中形成一种“集思广益

型”决策模式③，达到惩治官员、安抚市场和体恤民众的目的。在由体制外公共危机和社会问题触发的非

常规政策议程设置中，关键个人“打破了传统科层制组织按部就班的行政办事流程，顺应或者跳过复杂的

Academic  Monthly 第 54 卷 01 Jan  2022

 

①托马斯·戴伊：《理解公共政策》，谢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32 页。

②杨志军、支广东：《完全还是有限：政策议程建立的型构条件与耦合机理−基于“关键个人”变量的新多源流模型解释》，《中国行政

管理》2020 年第 12 期。

③王绍光、鄢一龙、胡鞍钢：《中国中央政府“集思广益型”决策模式−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出台》，《中国软科学》2014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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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议程设置过程，直接形成或者干预决策，从社会问题的输入迅速完成政策输出”①，呈现“问题出现

 （触发）+关键个人（干预推动）+民意舆论（监督参与）”的基本形式。这种依托关键个人及其公共能量

场的决策模式能够快速建立政策议程，有效应对易变性、突发性公共问题，及时为问题治理和决策方案奠

定基调，为下一阶段的资源汲取和整合提供方向，为开展广泛社会动员注入合法性来源。② 

 （二）以党中央为核心统合凝聚、高位推动形成政策方案
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基本原则，中央层面方案规划既不是以政治精

英为核心的“内部集体决策”的封闭过程，也不是“碎片化威权主义”③所描述的“官僚部门主体间非协

调性讨价还价的结果”，而是高层领导集体决策主体与地方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互动开展的开放性高位

决策，呈现“高层驱动、行政主导、央地互动”④的基本特征，具有超脱一切阶级利益的“决策自主性”。

政策方案形成阶段，“高层驱动”与“央地互动”特征最为显著，以此契合“集中”和“民主”两个

基本原则。高层驱动反映出决策自主性，能够超越各方利益，保持战略定力，不受外界干扰。在形式上表

现为：（1）“三化”决策程序：一是抓住大事定议题；二是调查研究拿预案；三是个别酝酿求共识；四是

民主集中做决断；五是分工负责抓落实；六是监督执行重检查。⑤（ 2）“三重一大”决策制度：重大决

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3）“谁决策，谁负

责”决策责任：领导小组加党委制与行政首长负责制，事故调查、倒查责任追究制，工作推动中的“一岗

双责”等。这种民主集中决策结构与统分结合原则又相匹配，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恰好反映“一统”决策特

点，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则反映“分权”治理特点，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在实践中坚持“有比没有好”与

 “宜粗不宜细”，给地方政府执行“留白”，操作空间留有余地。尽管有人在研究“网约车新政”时指

出，“地方政府以对上变通、对下管控、对内折中和对外拖延等策略来回应各方利益相关者诉求的多重行

为逻辑”⑥，而这恰好是中央规划政策方案的一种佐证。换言之，若没有中央民主集中制和统分结合原则

所形成的政策规划特点，就不会给地方政府“留白”后的操作空间，所谓的地方政府多重行为逻辑就无从

体现。

与此同时，尽管地方性的“分级制试验”也能将地方经验上升为中央政策，进而推进经济转型和改

革，形成自下而上的方案规划推力⑦，但是中央依托调研和座谈会方式自上而下推进政策方案（诸如政策

实验和政策试点）并不必然发生。在方案规划中其他层面的互动关系也在发生，按照重要性层次可划分为

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每年政府总理工作报告、各类座谈会、专题座谈会、专题研讨会

等；又如在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地方和基层政府所组织的各类专家咨询会、民主恳谈会和

社会听证，都反映中共中央与社会精英和地方民众的多元互动模式。 

 （三）以“程序合法+体制合法”双重检验政策合法化
政策合法化可分为形式（程序）合法和实质（内容）合法两个向度，可表述为法学意义上的合法和政

治学意义上的合法。前者指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合法化，即依据法律规定和常规程序开启政策议程设置，按

照宪法和相关重要法律法规，依据分部流程来制定细则。体制合法是指通过自上而下的权威引领和传导，

诸如项目制、行政发包制和目标责任制等，经由配置公共资源的正式权威授予体制合法性，运用于问题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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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志军、支广东：《完全还是有限：政策议程建立的型构条件与耦合机理−基于“关键个人”变量的新多源流模型解释》，《中国行政

管理》2020 年第 12 期。

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全面加强对疫情防控的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全球大国战“疫”样

本，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优势凸显，形成了中国特色政策决策模式。参见陈芳、董瑞丰、陈聪、田晓航：《共和国的战“疫”时刻》，

 《求是》2020 年第 5 期。

③Lieberthal, K., and Oksenberg, M., Policy Making in China: Leader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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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熊光清：《中国决策机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人民论坛》2017 年第 16 期。

⑥阎波、武龙：《地方政府为何限制网约车？−网约车新政中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研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9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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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危机处置和政策执行过程。政治学层面，程序合法和体制合法分别对应于“体制化结构”和“人格化

权力”并存的政府过程①，显性与隐性双重锻造治理权威。当采用体制化结构治理失灵的时候，人格化权

力治理能够有效弥补；当人格化权力治理出现偏差的时候，体制化结构可以有效矫正，二者相辅相成，共

同形塑独具中国特色的治理体系和制度优势。

从程序合法和体制合法出发，政策合法化“可以是一套法律规定的程序，也可以是一套习惯性程序，

甚至可以是遵照领袖人物的指示……无论哪种程序，只要人民认可、接受，都可使政策具有合法性”。②

有学者指出中国早期在政策合法化中存在“公共参与缺位”现象，但随着信息技术和决策体系的不断优

化，公民可依托技术媒介参与到政策制定的各流程阶段，拓宽了公民参与政策制定渠道，极大增强了政策

合法性。③尤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带领人民创造美好

生活”等理念，从思想基础到目标导向再到检验标准，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全过程地印证了以人为

本、人民至上、公民参与、全民共享之于政策合法的重要性。

总之，关键个人及其公共能量场充分驱动政策议程设置，高位推动政策方案，权威推进政策合法化，

保证了政策制定过程和阶段上的有效衔接，自上而下为国家治理注入凝聚和整合力量，助力提升各级治理

效能。同时，央地互动、精英融入和社会参与也通过各种形式内嵌于政策过程，为国家治理合法性和民主

性提供增量，实现治理有效性、合法性与民主性的有机融合。这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主要彰

显，也是“聚合型政策体制”在国家治理层面的重要体现。 

二、地方封闭政策体制的机理及其缺陷

不同于中央聚合型政策体制产生强大凝聚力，地方缺乏开展广泛社会动员的权威和资源，政策体制表

现为“封闭自循环”特点。④换言之，在一套显性制度指导下的国家治理活动中，中央聚合型政策体制呈

现凝聚整合特征，依托领导核心溢发强大资源整合和社会动员能力。而在“代理型地方发展主义”模式和

 “人民主权中低层代理人”角色⑤的地方治理活动中，自上而下的聚合型政策体制呈现出封闭、参与不足

和自循环特征，并在自我强化机制作用下进入路径锁定，产生地方治理逆力。 

 （一）地方治理关系与互动逻辑下封闭型政策体制生成过程
地方封闭型政策体制是在地方党委政府与中央及上级党委政府、市场和社会间的主客体关系和互动过

程中生成，如图 2 所示。地方治理主客体关系和互动逻辑包括以下三组：（1）中央及上级党委政府与地方

党委政府：自上而下政治压力与自下而上政绩回应；（2）地方党委政府与社会、市场和民众：由内而外绩

效追求与由外而内弱性参与；（3）中央及上级党委政府与社会、市场和民众：宏观性目标承诺与间接性民

意反馈。 

1. 自上而下压力传导

压力型体制是“一级政治组织（县、乡）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

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⑥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

地方治理所有工作对接上级，形成“自上而下的中央对地方指令性治理模式”⑦，是典型的以政治任务为

载体的压力传导过程。这种“上级考核压力+政治任务压力”的优势在于为地方治理活动注入内生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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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地方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和“善于作为”。由此，“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建设、

民生改善和社会福利提升”等都是压力回应的积极效果，可称之为压力的“积极回应”；“选择性应付、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差序信任、动压失衡、政策过程内部自循环”等都是压力的“消极回应”。

较易理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差序信任；选择性应付是“以各类具体的、权宜的和随意的权力技术

为原则的策略主义逻辑”。①针对上级政治任务和评价指标，某些内容会因为其携带否决性质而呈现硬

性、刚性特征，另一些不涉及“一票否决”的政治任务则呈现软性特征，在具备否决权的指标区也同样可

以分出“软”“硬”程度不同的部分。②于是，依托体制督导和指标校验的地方治理活动在具备“刚性、

硬性、重大急迫”特征的政治任务领域中就会呈现可观政绩和显性效能；而在其他“软性、事态轻缓”任

务领域的政绩和效能则表现欠佳。动压失衡表现为“小马拉大车”的基层负重。一般情况下，体制压力能

够有效转化为治理活力而保持地方治理行动的有效运作，但当压力在层层加码过程中形成累量，突破地方

政府承受阈值时，压力就会溢出而导致治理效能衰减，类似于边际效应递减规律。例如，在环境治理中，

就有研究指出，“适度的绩效压力可以显著提升环境治理效率，但过高的绩效压力会对环境治理效率起到

负面影响，绩效压力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间存在倒 U 型的曲线关系”。③

政策过程的内部自循环主要包括“央地间的政/行循环（自上而下）”和“地方内循环（由内而

外）”。自上而下央地间的政/行循环可以造就“议程充分（关键个人推动）、决策迅捷（党中央为核心）

和执行高效（地方承接）”的治理常态，由内而外地方治理则在上级指示下因应开展分散决策或者在非常

规突发问题倒逼情况下进行自主性决策，从而导致地方治理也呈现内循环特点，这种内循环又是自我封闭

的。理论上看，体制内部的流程输出和按部就班的政策制定过程必然产生惠利社会和造福于民的政策效

应，但在实际内循环过程中，地方治理中的决策主体（党委政府）可对意见凝练、备选方案挑选和政策确

定发挥完全作用甚至控制角色，排斥甚至排除民众意见、专家咨询和社会诉求。尤其在某些特殊时期和问

题领域，外部的意见和声音往往源自政府内部的提取、吸纳与整合，不能对意见表达及时予以综合，制度

化表达和参与渠道狭窄，周期较长，加之受到“位阶较低、权力不足、空间有限、资源欠缺、任期较短”

等客观因素影响，容易造成政策短视，带来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间的差离，导致公共资源的浪费，出现

 “公众利益部门化”现象。 

2. 自下而上政绩显示

遵照“压力−回应”的互动逻辑，地方政府需对三种压力作出回应，包括“自上而下考核、问责的契

约性压力；横向府际和部门的晋升、创新的竞争性压力；自下而上需求、冲突的诉求性压力”。在比例上

三者并不保持等量关系，依托压力驱动的地方治理行动存在治理情境和场域上的区别。如在“五年发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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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地方治理关系与互动逻辑下封闭型政策体制生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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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冉冉：《“压力型体制”下的政治激励与地方环境治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 年第 3 期。

②Kevin, J., et al., “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s, 1999, 31(2), p.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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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和“脱贫攻坚”等具备指标性的常态治理行动中，自上而下的契约性压力往往成为主导驱动力，地方

政府通常以“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政绩回应方式落实各项治理工作任务；而在“突发危机事件”的非常

态化治理行动中，自下而上的诉求性压力又成为主导驱动力，地方政府必须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维护区域

安全和满足群众需求，进入“寻求稳定”的行动逻辑中。

在“管住乌纱帽就是管住经济发展”的管控和“不出事”的稳定政治作用下，地方政府极易出现“保

住经济发展就是保住乌纱帽”的策略主义和责任兑现与压力回应上的选择意识，形成“钟摆式回应”。即

 “诉求”与“问责”的脱钩状态导致回应路径呈现“钟摆式”，上级政府作为回应调节点，通过“权力”

调节回应性，自上而下传导压力从而控制“钟摆”的摆动幅度，导致回应性呈现波动。①这意味着地方政

府在面对一个常态化的治理情境时，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压力在内容上呈现多数重叠的包含式关系。上级

指示、考核指标和契约任务是由“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发展思想作出的，自上而下契约

任务本身包含自下而上民众诉求意愿，地方政府只要针对上级压力作出自下而上的政绩回应和显示过程，

那么横向和自下而上的压力也能得到回应。

但是，地方政府自下而上的政绩显示过程不能成为回应多向压力的“万全之策”。因为上级政府自上

而下压力传递与地方政府自下而上显示政绩之间的互动是一种“指令式互动”。这种互动在常规地方治理

行动中能够依托体制刚性实现，对社会关切和民众诉求则以“弹棉花糖”“滚雪球”方式柔性拿捏，呈现

非常规特征的“倒逼式互动”，治理合法性和精准性不足。如在某种基于“闹大”现象的“闹决（一闹就

灵）”本质中，“倒逼式互动”是在群体性事件（如邻避）集中爆发后地方政府予以的被动式对症反应，

非常规政策变迁成为非常规突发事件治理的唯一选项。央地之间的“指令式互动”与政民之间的“倒逼式

互动”二者很难实现治理有效性与合法性的耦合，这从“政治任务优先做、经济考核重点做、依法行政尽

量做”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②可以证实。 

3. 由外而内要求输入

诚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③“ 经济人”假说无疑为民众

人性圈定特征范围，追逐私利作为人的基础本性，地方民众要求透明和参与诉愿往往牵涉个人利益，对公

共事务的关注也多源于自身获利需求。弱性透明与参与诉求之间的矛盾是民众自利属性的直观反映。地方

政府在理性经济人和有限理性双重因素作用下，具有明显的“官僚自利人”假说特点，追逐政治市场利益

最大化的同时，可作出理性选择的途径和方法又是有限的，很难具备充分信息获取能力以及时间管理和风

险处理能力，所以只能通过输出“GDP 增长和经济发展”对“参与和诉求”作出回应，“结果是好的”让

过程的重要性逐步降低。实践表明，在一项公共政策中，只要特定群体和相关民众能够在其中获利，最低

限度是不产生负外部性，那么政策如何产生和执行也就变得不太重要。

在很多情况下，地方政府受到一系列主客观约束，对民众扮演“按需分配”供给方角色。民众有需

求，政府才会有回应，通俗地讲，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但是按需分配的前提是当地手中有常规资

源可以调配或通过腾挪运转的操作方式能够予以弥补，如果无法弥补，公共事务治理场域外“哭、喊、

闹”（表达诉求）便会发生，如果诉求（正常补偿和超额索取）表达依然无法达到时，一种强烈的“进

场”（进入公共事务场）意识便被激活，越级上访甚至进京上访随之产生。“满足民众获利−回应民众需

求−平息矛盾、规劝‘退场’”治理通常对标常规与非常规政策手段，民众由外而内输入要求中并未显示

出强烈参与需求，而抱持“就事论事”“解决我的问题”的私利而非公益动机，造成地方政府无法主动构

建。即使民众以非常规手段强行参与，也是短暂时态，没有推动常规性和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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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内而外价值输出

地方政府在由内而外的价值输出过程中呈现稳定特征，治理行动和社会管理遵循“不出事逻辑”。不

出事逻辑是“地方政府在基层治理中的消极和不作为，遇事不讲原则的策略主义和有问题消极不作为的

 ‘捂盖子’之举”①，表现为三个方面：（1）“不出事”是地方政府对社会管理的底线任务定位；（2）“不

出事”是一种纯结果导向，达成这种结果的具体过程和途径是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3）“不出事”是指

不出“大事”。②

首先，底线任务定位是地方政府对“出事”的预防。在中央（上级）政府以“出事”为触发媒介监管

地方治理行为的大前提下，地方政府在具备“出事”特征的冲突区域和事发地点“严防死守、严阵以

待”，对区域内发生的社会冲突与群体性事件采取内化的方式予以解决，通过各种强制性政治、行政手段

和柔性经济补偿方案，实现“闹大→化小”“冲突→平息”的转换过程。

其次，在一套量化指标考核下，“不出事”是上级考核者对下级或同面被考核者共同默会的硬性指

标，成为地方治理的目标预设。地方政府想要规避上级问责，“避免重大群体性事件发生、减少散点性中

小型冲突事件产生频次”是合格“解答”思路，在结果端产生惠利社会和造福民生的经济效应，那么可归

于“成功”，获得晋升资格和机会。

最后，不出“大事”是一种程度预警。按照中央和上级所定义的“大事”，一是社会冲突和群体事件

在范围、强度和时间三个方面达不到“大事”的级别，中央和上级也就不过分予以关注；二是地方对可成

为“大事”的风险及时予以消解，实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杜绝了“小事拖大、大事拖久”；三是

地方对可能发生的“大事”做足了功课，提前进行预防，做到了“安全无小事，预防是大事”。

上述四个方面的互动过程事实上包含两对基本关系，即自上而下压力传递与自下而上政绩显示形塑的

央地关系，由内而外稳定价值输出与由外而内参与要求型构的政民关系。在上下的央地互动过程中，地方

治理活动体现为“中央政策−地方执行”内部循环过程，从而形塑出相对封闭的决策系统。这种单一的央

地互动能够将地方政府从繁杂、异质的民众诉求中抽身出来，以简单的政绩追求方式收获治理效能。在对

上负责重于向外负责时，地方会将更多精力放在上级压力回应上，决策系统内部循环和外部参与不足，带

来双重委托−代理机制的失衡。在内与外的政民互动过程中，地方政府不出事的目标预设与社会民众的自

利属性形成一致，出现“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的“花钱买平安”论调。地方政

府若想稳控区域环境，以经济效益获取民众支持是常用策略；社会民众若想达成获益目的，地方经济发展

也是基本前提。由此，地方政府与社会民众都对结果上的经济增长和福利增加具有共识，而对达成这一结

果的过程却报以漠视。换言之，地方维持稳定的价值输出与社会民众弱性参与形式强化了封闭型政策体

制，进一步造成决策过程相对封闭，体现为一组作用和反作用的基本关系。 

 （二）地方封闭型政策体制的负阻效应
地方封闭型政策体制产生于地方治理过程，同时又反作用于地方治理活动。一旦成熟定型，又会强化

既有政策体制和体系结构，陷入某种路径依赖或锁入效应，具有强大反作用。一方面，一种体制是在一定

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历史条件下生成和发展的，特定的历史环境所形成的体制就构成了它以后不断强化

和变迁的路径依赖。③另一方面，在自我强化机制作用下，“人们在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

的选择”，这种政策体制因自我强化而走向地方治理路径依赖和锁定，从而产生“负阻效应”。 

1. 政策体系弹性较小，影响政策制定信度

社会民众参与“不充分、间接性”。这就导致，在社会冲突和群体性事件突发情况下，地方政府只能

通过非常规政策参与功能而非结构性改变（群体性事件爆发后地方政府常以直接的民众对话方式作出决

策，而非依托体制进行间接的民意凝练）来缓解危机。这是封闭型政策体制弹性较小的直观体现，主体权

中央聚合—地方封闭政策体制及其更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资源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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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关系不对等，社会民众参与不足和主体身份单一的常态形式在应对非常态的社会冲突时“捉襟见肘”，

从而影响政策制定效度。同时，地方政府在“考察民情、吸取民意、凝练政策意图”的决策过程中又往往

带有“先入为主”“经验至上”思维定势，习惯于主动排列议程和挑选问题并予以时序化，面对社会事件

冲击难免措手不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停一阵、打一阵；打一阵、歇一阵”的运动式治理风格又

极易忽视一些隐性信息和政策的负外部性效应，“暗疾”和“埋雷”隐患无法排除，陷入“一收就死、一

放就乱”的治乱怪圈。 

2. 政策稳定性不够，影响政策实施效度

地方快速决策反应既是优势也是劣势。响应迅速、反应灵敏、行动快捷是优势，劣势则是政策稳定性

不足。在时间向度，因为目光短视、急功近利导致决策短时间奏效而长时段失效。地方政府往往在一轮政

策效用还未（完全）溢发情况下就展开新一轮政策产出，更有甚者，新政策既不是对上一轮政策进行完备

补缮的“政策补丁”①，也不是承接上轮政策意图制定配套政策的“接续行为”，而是一种针对全新问题

且与上轮政策牵涉极少的政策改变（替代）。这种政策改变在应对“快、急、难、重”的公共事务解决中

往往发挥超常规力量，但从长期来看，政策改变“药效”的发挥常以政府公信力损耗为代价，“朝令夕

改”“高开低走”“人走政息”成为地方治理常态，由政策短视引发的公信力损耗，严重降低地方决策权

威。在空间向度，地方政府自由裁量权扩大和政策的内部传递过程致使决策在社会民众视野内呈现相对的

 “模糊”状态，社会民众对地方决策过程和央地间政策传递过程不甚了解，只有在政策异化和执行梗阻等

负外部性显现后才获得知情，不可避免地激化官民矛盾，地方治理降危减压困难重重。 

3. 政策风格固化，影响政策执行力度

在地方治理过程中，政策风格一方面属于渐进理性和有限理性范畴，另一方面又必须依托行政科层体

制，经由一整套体制流程的塑造、论证和检验后以“坚决执行和务必贯彻”的基本方式作用于市场和社

会，这与相对封闭的决策过程造成“黑箱”“盲盒”状态相冲突。在体制刚性指引和社会问题突发倒逼的

双重作用下，“正式、强硬、强制、权威”等执行方式作为地方政府的常用策略，地方政府常以“为你

好”的家长姿态向民众输出政策指导和价值取向以博取民众好感，但在政策具体实施过程中，却往往滋生

民众不满情绪，进而使中央权威受到影响。也就是说，政府输入端（政策）与地方民众输出端（民意反

馈）的非均衡状态不但无益于民众理解、配合甚而支持公共政策，反而极易挑起民众的抵触情绪。政策体

系的信度一旦减损，是要花费很大的代价、很多的措施才能予以补回的。

综上所述，虽然中央和上级政府动用追责问责机制足以与地方自主性引发的失范行为划清界限，宏观

上稳控原有政府形象，但是民众如果意识到并且由此认定中央和上级对地方过失负有连带责任，那么民怨

将在一次次“地方行为失范−中央和上级追责问责”的处置过程中以量变方式不断积攒，势必为国家稳定

和长治久安埋下隐患，所以必须警惕“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在地方封闭型政策体制的作用和反作用过

程中，“封闭、参与不足和自循环”特征不断强化，成为地方治理现代化的阻力。在地方治理作为国家治

理中观平台和区域基础的前提下，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这种政策体制的地方治理特征及其在自我强化过程

中所产生的“负阻效应”，继而加以系统性和针对性克服修缮。这不仅是地方治理现代化目标的现实需

求，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分步实现的必要条件。 

三、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改进地方封闭型政策体制

中央聚合型政策体制优势明显，地方封闭型政策体制弊端暴露，某种更新、改进和改造不可避免，笔

者将其可行路径概括为“有限开放”和“有序参与”。有限开放与有序参与所展现的是政策制定方与政策

受众体两个向度的调整过程。从关系上看，这种调整过程事实上是地方政府与社会民众针对“目标导向、

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的平衡改进过程。在表现形式上，主要涉及四组矛盾的平衡改进（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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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平衡体系有效和合法之间的矛盾
 “有效性指实际的政绩，即制度满足政府基本功能的程度；合法性涉及该制度产生并保持现存政治机

构最符合社会需要的这种信念的能力”①；“合法性必须有一定的政绩支持，有效性是合法性的最重要基

础之一”。②在地方层面，有效性是一个科学化问题，即地方政府的政策意图在进行本级事务治理过程中

的完成情况和贯彻程度；而合法性则牵涉决策“三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问题。地方治理普遍

存续“有效性与合法性”互不兼容的“政绩困局”现象，封闭政策体制在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之间

一直存在张力。

有效与合法并非一开始就互相排斥，而是在一方增量而一方减量中被抽象为互不兼容的矛盾体。究其

矛盾根源，原因有二：（1）政府与民众的目的异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被单方面认定为地方发展

的全部内容，而对社会效应与政策负外部性缺乏关注；（2）社会和民众参与程度不足致使信任感流失，彼

此存疑导致政策可接受度低下。对此，有学者提出了“在有效性中累积合法性”③的观点；还有学者通过

运用“重塑地方治理自主性”与“划定法律政策边界”相结合的做法来实现二者平衡。④我们认为，需以

政策体制本身为切口予以改进，在决策前端就要实现平衡。首先，允许决策流程中的社会诉求和民意嵌

入。这是一种社会民众具备主体身份和主动意识的自主式嵌入，包含决策前的“民意表达、网络意见征

询、治理主体问询”；决策中的“民众利益申诉、程序监督与问计于民”；决策后的“监督检查、评价反

馈”等形式。其次，畅通体制开放与制度化参与渠道。“体制开放”可在政府与民众的交流互动过程中实

现彼此目的的有机整合，弥合科学化与民主化、法治化之间的张力，保证“供需平衡”。“制度化参与渠

道”可为政府与民众间的沟通、协商和合作提供制度基础，增进民众获得感和满足感，形成幸福感源泉，

转变“一来一去”的央地互动模式，寻求“上下来去”的多元互动模式。

尤其是需要着力构建决策环节的制度性参与渠道。其一，将信息被动提取转变为主动输入，决策信息

的多元注入和充分流动助益各主体意愿的博弈均衡，参与协商的决策模式与政府主导的程序性决策并存形

成一种有机性决策，保障政策制定科学性和可接受度。其二，整合多元异质目标，提炼、凝聚和达成共

识。地方政府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相对单一的经济增长目标中嵌入社会和民众需求，改变政府

单头决策，寻求“多方满意”结果，增进政策合法性和民主性。其三，将“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

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4P 原则）作为地方政策及治理的最高标准，需要设计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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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构建有限开放与有序参与型政策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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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支持率、人民决策权、人民获得感、人民满意度的指标评价体系并建立指标考评及反馈系统。将“社情

民意反映、专家咨询、社会公示、公民听证、政策讨论、网上评议、意见征询”等常规性参与手段纳入制

度化建设日程，确立时间表和路线图。 

 （二）平衡政策易变和稳定之间的矛盾
在政策变迁视角下，“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变迁都可能无法回避均衡−失效−创新−均衡这种方程式循

环”。①周期性政策变迁与政策创新虽为地方政府实现有效治理的必要手段，但却不能成为因地方政府政

策短视引发的“朝令夕改式”易变政策的合理性解释。政策易变的根源是地方政府组织结构调整（任期制

的官员调动）与经济、时间效应优先引发的政策短视；其后果是政府治理成本增加、资源浪费、短期经济

增长、政策结构紊乱。

在物理学热定律上，稳定与易变之间的负熵效应本是能量守恒定律的基本原理。在混乱中维持平衡不

仅是自然物质界的基本规律，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我们要将政策稳定与政策易变二者视为一种稳定兼容

变化、稳定容纳变化的包含关系。具有连续性和连贯性的政策调整是其中的核心要旨，二者是一种“稳中

求变”的渐进性政策变迁路径。“稳定”是要在某些重大政策事项中实现持续稳定，保障政策的良性、常

规性和可持续性。这就需要在政策体制中构建容错试错和调整机制，在保障整体性政策稳定情况下对政策

体系和内容进行纠偏与微调。这种微调被豪格伍德和彼德斯称之为“政策接续”，即在原有政策框架存续

期间对其进行修正完善，而非完全重新制定或者废止一项政策”②，其包括“直接取代、合并、分割、部

分终结、附带延续以及非线形延续”六种类型。③政策接续既为原有政策保留生存空间，不至流于低效而

走向政策终结，符合“稳定”逻辑；同时也为相当程度上的“政策创新”注入动力，通过政策补丁和配套

政策弥补原有政策不足，促使政策与效能进入新一轮均衡过程，符合政策变迁周期性循环规律。

 “难产政策”和“短命政策”的出现不仅是政策制定流程不规范引致政策科学性不足的直接后果，还

是政策产出后对政策调整和配套机制不健全的客观因素所导致。如何保证一项政策不至于在短暂高效后而

流于低效，甚至走向终结，需要构建渐进属性的政策调整机制来对相关政策进行调适，达到“稳中求

变”。“决策者在既有合法政策的基础上，采用渐进方式对现行的政策加以修改，通过一连串的小小的改

变，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逐渐实现决策目标。”④这就需要：（1）通过政策补丁机制对缺陷政策进行修

补完善，实现政策效能的新一轮平衡。政策补丁机制首先是要对“总政策”打补丁，对存在问题的“子政

策”进行针对性调适和修补完善，维持政策的均衡稳定，使政策效用再次显现，这样也促使政策终结不要

过早到来，实现政策平稳变迁。（2）通过政策接续机制实现对上轮政策的渐进转向，依托配套政策稳固现

有政策成果，向新政策目标平稳过渡。某些政策在经由政策补丁的多次修补以“寿终正寝”姿态走向终结

后，也需要配套政策来实现对现有政策成果的稳固和新型目标的轮转，从而在连续性和承接性基础上实现

政策更迭。由此来实现所有的政策变迁甚至是政策终结，都是一种政策接续。⑤ 

 （三）平衡权威单向和多向之间的矛盾
地方治理权威构建依靠上级赋权和授权，是线性的单向传递过程。而在双重代理身份形塑下，地方政

府又承担着源自上级、社会多向度责任和任务。地方政府既要在传递过程中避免权威流失，实现“1→1”

权力传递；又要对宏观性政策意图实施任务分解，促成“1→N”的任务转化。一旦权力传递失真或任务转

化失准（败），上级惩处压力、社会不满情绪与集体行动催生的不稳定因子均可引发地方治理危机。对

此，一种在数量关系上进行抽象的“N：N：N”⑥模式可为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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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潭：《公共政策变迁的过程理论及其阐释》，《理论探讨》2006 年第 6 期。

②Wildavsky, A., Speaking Truth to Power: Art and Craft of Policy Analysis,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p. 62-63.

③Hogwood, W., and Peters, B., Policy Dynamics, New York: St. Martin ’ s Press, 1983, pp. 25-81.

④丁煌：《林德布罗姆的渐进决策理论》，《国际技术经济研究》1999 年第 3 期。

⑤杨志军：《地方治理中的政策接续：基于一项省级旅游优惠政策过程的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21 年第 4 期。

⑥第一个 N 代表的是源自政府、社会民众的权威赋予；第二个 N 表示地方政府多方权力获取与任务承担；第三个 N 表示政府政策意图与源自

社会、市场、民众的多元诉求，这种数量上的比例关系想反映和表达的是三者的均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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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单向的权威赋予为多向的权威注入。在地方政府层面，多向权威注入包含三个基本内容：一是由中

央（上级）政府经由科层体制的权威传递，符合“法”的基本特征；二是社会、市场和知识精英协作参与

的配合性营造，符合“理”的基本特征；三是地方民众支持认可接受基础上的民主性注入，符合“情”的

基本特征。地方政府政策“形之于法、践之于理、问之于情”。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权力授予来源向度上

变 1 为 N 可以改观单一权威传递模式，在横向社会和纵向民众中获取支持以提升权力合法性和治理自主

性；同时多向权威注入亦可保障多元信息输入，在经济事务分权、规划参与权提升和多向权利授予行动过

程中吸纳横向反馈和嵌入纵向需求，无需地方政府政策体制进行多元任务转化或事后诉求响应，即可在事

前开展政策酝酿，既保证政策质量又节约治理成本。多向权威注入既是一种赋权过程又是一种规范过程，

地方政府在获得民众支持的同时也必然接受横向参与的监督要求和纵向规制性反馈。

在权威单向与多向平衡之间，由于公共政策的专业性，决策不能仅凭领导者或集体智慧进行经验决

策。只有通过基于数据的理性分析以及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精确的计算，才能使复杂的政策问题更容易把

握，更好地界定问题、确定目标，设计、比较和选择科学的备选方案。①地方政府作为决策者并不能对政

策过程予以“一肩挑”式管控，而需要专业化的数据、人员和技术来实现多元赋能，这就需要政策分析师

职业人员的大量涌现。按照“谋、断、行”决策过程划分，主要包括政策规划、政策决断和政策执行三个

方面的专业化。政策规划的专业化旨在回答“科学”问题，涉及政策信息数据的“收集、挖掘与分析”。

在此过程中，需要一大批政策科学家、政策分析师职业群体和智库专业人士发挥作用②，从而对政策结果

加以预测，对各项政策备选方案提出政策意见，为政策决断提供参考，可谓一举多得。③例如，公共政策

知识体系的根本功能在于解释政策与政策效能之间的关系④，要实现这一根本功能也需要培养大量专业化

的公共政策人才。 

 （四）平衡信任差序和平序之间的矛盾
弗雷德里克森指出：“这就是距离悖论：人们相信或者崇敬离他们近的政府官员，而认为离他们远的

政府官员则是懒惰、不称职和不诚实的。”⑤“ 距离悖论”作为美国语境下的普遍现象，在中国语境下则

呈现逆向“距离悖论”。换言之，民众会倾向于认为中央政府是比较开明的，并且是与自己站在一起的，

而地方政府则不代表自己的利益，且有可能是与自己对立的。⑥“ 距离产生美”式的差序信任格局是国家

治理中的常态，国内学者将其概念化为“政治信任层级差”⑦或“差序政府信任”⑧，这是一种地方治理

的信任危机。

封闭政策体制可能导致地方治理产生某种信任危机。（1）决策法治化程度不足，执行自由裁量权过

度，僭越民权，罔顾民意，一系列主客观因素致使政策承诺经常流于形式成为“空头支票”；（2）上级政

府承诺而地方政府兑现的治理逻辑将执行失范和无法兑现的责任诿过给地方政府，产生“上级请客、下级

买单”“决策有过而执行背锅”的现象；（3）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致使地方秉持

 “要政策、多要政策、要好政策”心态，对上“面面俱到”对下则容易“挂一漏万”。因此，需要实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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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振明、黄元灿：《智库专业化建设与公共决策科学化−当代公共政策发展的新趋势及其启示》，《公共行政评论》2019 年第 3 期。

②王宏广等：《高端科技智库建设要力争做到“九有”−兰德公司智库建设及其对我国科技智库建设的启示》，《科技中国》2018 年第

5 期。

③这里的“一举多得”除了上述对政策规划过程产生作用外，还有：一是激活和利用政策科学家群体（存量与增量），能够对各级地方决策

减少失误风险提供底线支持。有了政策科学家群体的参与和论证，不敢决策拍脑袋，从而有效缓解决策权力集于“一把手”的治理风险；

二是培养政策分析师作为一种社会职业，一方面能够缓解大学生和研究生就业危机，另一方面还能够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尊重科技的氛围，减少青少年群体盲目追星浪潮，遏制社会追名逐利的不良风气；三是通过制度化管理和体制化吸纳专业的公共政策人才

队伍，有效匡正政策咨询、管理咨询等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市场化行为，制止财政资金的浪费和滥用。

④李瑞昌：《基于“政策关系”的政策知识体系论纲》，《学术月刊》2021 年第 3 期。

⑤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张成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63 页。

⑥Lianjiang, Li.,et al., “Villager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Modern China, 1996, 22 (1), pp. 2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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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距离远近，信任差序向信任平序的转向，在中央、地方和民众之间培育“等价信任”。大体可从两方面

入手：一是健全政策过程法治化以达成“承诺−兑现”均衡。政策作为承诺在地方治理实践中的具象化概

念，政策法治化是承诺的前提规范，也是兑现的制度手段，用法治化方式加强痕迹管理。二是提升政策透

明度以实现责任分摊对等。开放透明的决策和执行过程可实现民众对基层政权监督，亦可保持民众对政府

治理的“4P”评价触觉，确保权力与责任、财权与事权的良性匹配和精准划分。说到底，人民拥护不拥

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是一个整体，反映的是人民支持率、人民决策

权、人民获得感、人民满意度的实质。①更进一步地，建立基于“4P”的绩效评价体系及全过程人民民主

考核体系，实现“阳光下”的承诺兑现，可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因行为失范和强制执法导致的社会信任感剥

离和民众好感度磨损。

同时，引入大数据信息技术手段，运用集成式的综合治理平台（例如城市运行综合协调指挥中心而非

单一的应急指挥中心），一网统查、一网统管、一网统抓，将传统的网格化治理转变为扁平化、网络化工

作方式，确立“城市啄木鸟”角色，推动精细化治理，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从而建立地方

治理现代化的整体治理范式。首先，在政策体制中引入大数据信息技术。通过数字化和数据化形式提高政

策议程设置、方案规划、政策决断和政策执行等阶段显示程度，向地方民众展现公开透明且非篡改性、紧

闭性的决策过程以取得社会信任与民众好感。决策过程的数据化显示形式为非参与客体创设了监督政府决

策的全新方式，为决策过程提供合理性解释；信息数据的非篡改性亦保证决策过程显示的真实性，增进民

众信任度和满意度。其次，在政策传递过程中引入大数据信息技术。差序信任产生的最大祸源就是政策传

递失真和政策转化失准，地方政府自由裁量权过度常导致“政策梗阻”和“政策异化”。借用信息技术实

现对政策传递的“留痕”可保证上级政府对过失行为进行追责问责，又可实现地方民众对“上、中、下”

政策内容进行监督对照，确保政策不打折扣。在具体实践上，网络直播、新闻发布会、融媒体等方式保障

政策传递过程的“全民目击、全员监督”，客观显现“宏观政策目标、中观分部决策和微观对标措施”承

接转化流程以实现信任保值，构建平序信任。

综上所述，有限开放是针对政策制定方所提出的转变要求，其根本意涵是政策体制的有限开放。旨在

通过体制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决策系统中的隐性规则和非建制性参与阻力，改变地方政府决策过程的

 “旋转门”现象，为社会意见和民众意愿的融入提供主动畅诉空间。政策体制有限开放相当于打开一扇窗

和推开一道门，意在改变决策在地方政府部门间内部化流转和传递现象，这一现象正在加剧地方治理“封

闭循环”特性，与坚持“国内大循环为主”相去甚远。有序参与是针对政策受众方的诉求响应，是一种将

现实性的利益平衡与公民参与随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结合起来的综合集成。按照“政策质量”指标界

定公民参与的适宜范围和契合领域，在面对有迹可循且决策信息数据充足的日常性非结构化议题时，政策

质量可通过开门决策及大数据决策系统达成，决策主体仅需针对政策可接受性要求采取相应手段吸纳公民

参与即可。而在面对决策过程复杂且决策方法无迹可寻的结构化议题时，决策主体就需要动用体制资源增

加政策可接受度，规避政策风险，适当引入关键公众接触法、公民调查等手段提升政策质量。 

四、结论与讨论

在治理重心不断下移的历史新时期，以地方治理现代化为中观平台和实践场域，继而推动国家治理现

代化，是承继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并加以贯彻执行的重要抓手。但照观现实，依托原有制度、体系而产生

的地方封闭型政策体制往往陷入路径依赖、固化和锁定。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治理实践中，面对

日趋繁杂、急迫易变和牵涉广泛的地方性公共事务，封闭政策体制在政策议程设置、方案规划与决策和执

行中显现的“不良反应”日益催生治理逆力，滞塞地方治理现代化进程。政策体制呈现正反两方面特征：

中央层面的统合性、集中性和聚合性特征能够在短时间内平息冲突、动员社会和整合资源，在非常态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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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能够最大程度凝聚社会共识，实施超常规治理，发挥超常规能量；地方层面的封闭决策模式、闭环政策

过程致使社会民众难以融入，常以制度和体制刚性强力推进执行和效能转化，政策合法性饱受质疑。

因此，在迈向基本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应该更新和开发尽可能大的政治资源来推动总目

标的实现。政策体制是政治资源的重要一环，对政策体制的具体和适切的改造是地方治理体系提升现代化

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社会资源总量将处于长期贫弱状态的总体规定性下，地方

政治资源（相对中央来说）又处于贫弱状态，正是这种双重贫弱状态迫切需要对地方封闭型政策体制进行

方向性调整和策略性改进。调整的方向是：在中央层面“聚合”前提下，地方治理政策体制从“封闭”走

向“有限开放”和“有序参与”；改进的策略是在平衡“四个矛盾”基础上引导封闭型政策体制向参与、

开放转变，具体言之，就是基于民主合法构建制度化参与渠道、基于科学有效建设政策制定流程规范、基

于渐进调适构建政策调整机制、基于公开透明构建信任平序格局。

走向有限开放与有序参与的新型政策体制作为一种初步设计构想，为消弭“相对封闭、参与不足和内

部自循环”地方封闭型政策体制的不利影响提供了思路。“体系有效和合法平衡、政策易变和稳定平衡、

权威单向和多向平衡、信任差序和平序平衡”四个改进方向为规范地方治理行为和治理手段提供目标导向

支持，在“政策议程、政策决断和政策执行”上实现从“封闭”向“开放参与”的转变。就实践而言，开

放参与是民主性和合法性的注入过程，通过有机结合与有效嵌合提高行政效率这样的浅层目标与深化政策

民主性和合法性的深层目标，打造地方治理现代化体系，提升地方治理现代化能力。同时，在城市“精细

化治理”、基层“三治融合”、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要求下，多方参与成为必然趋势，这无疑为有

限开放、有序参与的新型政策体制构建培育了治理土壤。跟随国家治理和现代化建设的二重奏进程，响应

 “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美好社会建设目标，政策体制与治理体系在作用与反作用的互动过程中应该为、

可以为也必须为。

 （责任编辑：王胜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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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tical Resource Reconstru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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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modernize national governance, we need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policy systems. The policy

system  at  central  level  is  characterized  by “ cohesion  and  integration” .  The  specific  form  is  that  key

individuals  and  their  public  energy  fields  driv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plete  policy  agenda,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is  the  core  of  the  integration  and  cohesion,  and  the  high  position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policy programs, and the policy legalization is tested by “procedural legitimacy +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  On  the  one  hand, “ top-down  pressure  transmission,  bottom-up  performance  display,  from

outside to inside requirements input, from inside to outside value output” is the source of its gener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makes  local  governance  fall  into  path  dependence  and  lock  in  the  process  of  self-

reinforcement,  which  becomes  the  resistance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local  governance.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centralized policy system at the central level needs to

be maintained, while the closed policy system at the local level needs to be improved. A feasible path is to

change to “limited opening” and “orderly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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